
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
张保生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我国刑事错案种类泛化的问题，分析了“有错必纠”与无罪推定、证据裁判等法治原
则的冲突；运用“证据之镜”原理阐释了刑事错案发生的不可避免性；通过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考察，限定

了刑事错案的范围；通过对刑事再审制度和错案追究制度的认识论和价值论考察，强调了坚持证据裁判原则、

加强证据制度建设对纠错制度完善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刑事错案　证据之镜　证明标准　价值选择纠错制度

一、刑事错案种类泛化之忧

什么是刑事错案？对此，我国立法都将其分为事实认定的错案和法律适用的错案。① 受立法影响，

我国学术界对刑事错案的界定也有泛化的倾向。例如，学者们通常根据立法规定将刑事错案分为两种

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将无辜者错定为有罪或者将轻罪错定为重罪的“入罪”错案；第二种情况则是，将

有罪者错判为无罪或者将罪重者以轻罪论处的“出罪”错案。总之，“凡对进入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案

件，作了错误定性或者错误处理的，都属于‘刑事错案’。”②这样，中国刑事错案就有五种之多，其中包

括，两种事实认定的错案：（１）无罪认定为有罪，（２）有罪认定为无罪；三种法律适用的错案是：（１）此罪
认定为彼罪，（２）轻罪认定为重罪，（３）重罪认定为轻罪。然而，如此众多的刑事错案种类，不仅模糊了
人们对刑事错案本质的认识，而且分散了错案救济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宝贵的再审和司法监督

资源。问题在于，以“公正司法”为宗旨的中国司法制度建设，③究竟应当均分司法资源对付五种刑事错

案，还是应当着力解决真正的刑事错案即无罪认定为有罪的刑事错案？

考察国外关于刑事错案的立法和学术观点可以发现，与我国立法和学界将刑事错案种类泛化的做

法不同，国外一般将刑事错案划定在很小的范围，并且一般不包括法律适用的错误。

在美国，刑事错案是指无辜者被定罪即错判（ｗｒｏｎｇ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的案件。有罪者被错误开释即错放
（ｗｒｏｎｇａｃｑｕｉｔｔａｌ）的案件，不属于错案的范畴。特别是１９９２年无辜者运动发起以来，美国司法界一直不
遗余力地予以纠正的错案都是指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冤案（ｃｏｎｖｉｃｔｔｈｅｉｎｎｏｃｅｎｔ）。《布莱克法律辞典》
对错案（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或误判（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的解释更加明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尽管缺乏
关于犯罪要件的证据，被告人却被定罪这样一种极不公正的结果。”④从上述界定可以引申出两个要点：

第一，从性质上看，刑事错案是被告人被错误定罪，从而造成审判结果实质上不公正的案件，因此，被告

人被错误释放不属于刑事错案的范畴。第二，从成因来看，刑事错案均是由于缺乏犯罪要件的证据而造

０９



①

②

③

④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证据法基本范畴研究》
（教社科司函［２００５］２１７号）的研究成果。
关于立法上的规定，例如，我国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４２条规定的申诉后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的情形。
崔敏、王乐龙：《刑事错案概念的深层次分析》，载《法治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关于其他学者的论述，参见刘品新主编：《刑事错案的
原因与对策》，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１１页。
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

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５页。
ＢｌａｃｋｓＬａｗ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ｏｍｓｏｎＷｅｓｔ，ｐ１０１３

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成的事实认定错案，因而，法律适用上的错误以及量刑上此罪被定为彼罪或者轻罪被定为重罪、重罪被

认为轻罪的情况，也不属于刑事错案的范畴。

因为刑事错案严重侵犯了无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造成了审判不公，为了预防错案的发生或者在错

案发生后予以救济，世界各国一般都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创设了申诉、再审和国家赔偿等纠错机制。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６２２条规定的可以进行申诉的刑事错案只限于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下列
情况之一：“１在判处杀人罪以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所认定的被杀害的人仍然活着；２在判决一项重
罪或轻罪以后，对同一案件事实又作出另一新的裁定或判定，对另一被告人定罪判刑，而这两个判决不

能统一并存，其矛盾证明其中有一名被判罪人是无辜的。３在定罪以后，证人之一被追诉并判定对被
告人犯有伪证罪；因此，在新的审理中被判罪的证人，不得再行作证。４在定罪以后，以提供或揭发出
原判决法院在审理时所不知悉的新的事实或证据，足以对被判罪人是否有罪产生怀疑。”⑤从上述规定

可以发现，法国刑事诉讼中的申诉、再审，完全是一种有利于被定罪人的再审制度。因此，该《法典》第

６２６条规定的刑事错案国家赔偿，只适用于“依照本编被确认为无罪的被告人，有权要求由于定罪造成
的损害而获得赔偿……”⑥。这里并未涉及我国法律规定和学界讨论的其他四种刑事错案。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３５９条规定的再审程序也仅限于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下述情形之一：“１
审判时作为真实证书对受有罪判决人不利地出示的证书，是伪造或者变造的；２证人、鉴定人犯有故意
或者过失违反宣誓义务，或者故意作出违背誓言的虚假陈述之罪，对受有罪判决人不利地作了证词、鉴

定；３参与了判决的法官、陪审员，在与案件有关的问题上犯有不是由受有罪判决人所引起的、可处罚
的违反其职务义务的罪行；４作为刑事判决依据的民事法庭判决，已被另一发生了法律效力的判决所
撤销；５得到新的事实、证据，仅根据这些事实、证据，或者将它们与先前收集的证据相结合，使得有理
由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对他适用较轻的刑法从而判处轻一些的处罚或者科处完全不同的矫正及保安

处分。”⑦从以上规定来看，德国刑事再审制度的构造，也是以有利于被定罪人为价值取向的，但其包括

如下两种例外情况：（１）因下述违法行为可以为受判决人有利或不利而提起的再审，包括：因为一个对
裁判有重要影响的伪造文书；因证人或鉴定人之错误（虚伪）陈述；因法官犯罪（曲解法律、枉法行为或

贿赂）；（２）对受判决人不利的再审。当被判无罪的人在法院或者在法院外作一可信任的自白时，可以
为受判决人的不利提起再审。⑧ 其中，第一种例外是证据有错误或者法官犯罪，第二种例外则仅限于被

判无罪的人良心发现。

在美国联邦法院，重新审判只能根据被告人的申请而启动，上诉复审只有在审判法院关于证据的错

误裁定对当事人的“实质权利”产生有害影响的情况下才能被撤销。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３３条
（重新审判）规定：“根据被告人申请，如果出于公正利益的需要，法庭可以批准对被告人重新审判。如

果原审是由法官而非陪审团进行的，根据被告人请求重新审判的申请，法庭可以撤销已作出的判决，听

取补充证词，指示重新判决。”⑨美国联邦法院的重新审判只能根据被告人的申请而启动，或者说，只有

被告人才有重新审判程序的启动权，这显然避免了不利于被定罪人的追诉情况出现。此外，美国《联邦

证据规则》１０３（ａ）规定了“错误裁定的后果”或“证据性错误的上诉复审标准”。根据该规定，上诉法院
在考察审判法院的判决是否应该因证据性错误裁定而被撤销时，一般是通过两个步骤。首先要问：“有

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接着要问：该错误是“无害的”吗？审判中的一项采纳或排除证据的错误裁定，

如果不影响当事人的“实质权利”、不影响审判的结果，它就是无害的。只有在该错误“相当可能”影响

到审判结果的情况下，一项判决才应当被撤销。在刑事诉讼中，这通常是指，该错误使无辜的人被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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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这样一种审判结果。另一种情况是指，发生了宪法性错误，有些错误的证据裁定被认为是违反了宪

法权利———例如，传闻证据的错误采纳可能侵犯刑事被告由《宪法第六修正案》所确立的与对方证人对

质的权利。在宪法性错误发生之处，只有在该错误的无害性被“确认无疑”时，审判法院的判决才可得

以维持。瑏瑠

在日本，再审作为一种非常救济程序，《治罪法》规定，“只允许为了被告人的利益而请求再审”。再

审请求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效力的有罪判决”，再审的请求理由尽管包括证据被伪造，以及办案的法官、

检察官、警员职务犯罪（贪污罪、伪造公文罪等），但“新发现”的证据，必须是“有利于被判有罪的人的

‘明确证据’”；可以请求再审的人尽管包括检察官，但是，“检察官提出再审请求时，当然必须为了被判

有罪的人的‘利益’而请求”。瑏瑡

在我国，刑事错案的救济方法不仅包括再审程序，还有审判监督程序，是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

判决进行再审的一种非常法律程序。但与上述法、德、美、日的刑事申诉或再审程序相比，它有以下两点

本质区别：

第一，没有确立有利于被定罪人的再审原则。根据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五章审判监督程序第
２４１条的规定，中国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途径之一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裁定，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瑏瑢 在这里，作为再审程序申诉主体的“当事

人”，既包括被定罪人，也包括被害人或自诉人。然而，赋予后者申诉启动权，就使我国刑事再审或审判

监督程序具有了可能不利于被定罪人的价值取向。正如有学者明确指出的，在关于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的理由问题上，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区分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的情形”，“由于我国没有区分

有利于被告人的和不利于被告人的程序，更没有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重新审判，因此，法院作为审判机

关可以主动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瑏瑣。

第二，没有区分事实认定错误与法律适用错误。与法、德、美、日等国刑事错案只涉及事实认定错误

相比，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需要再审的刑事错案都作了过于宽泛的规定，均包含了法律适用或

量刑方面的错误。例如，我国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４２条规定，申诉后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的情
形包括：“（１）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２）原判
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２４３条规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
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根据这些规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和裁定，无论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有错误，无论是可能影响定罪还是可能影响量刑，都属于刑事错

案的范畴。

上述五国刑事错案种类及再审规定的比较，见下表。

五国刑事错案种类及再审规定的比较

刑事错案种类 再审程序启动主体 再审原则

美国 无辜者被定罪的事实认定错判 被告人
有利于被告人／被定罪人；一事不再理／禁止双重
危险

法国 无辜者被定罪的事实认定错判 任何人 有利于被告人／被定罪人；一事不再理瑏瑤

２９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参见［美］罗纳德·Ｊ艾伦等：《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王进喜、赵滢译，满运龙校，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３３－
１３４页。
［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上卷（新版），丁相顺译，金光旭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８３页，第２８８页，第２９１
页。

参见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４１条。
前引⑧，宋英辉书，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３６８条，余叔通、谢朝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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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德国 无辜者被定罪的事实认定错判 任何人

有利于被告人／被定罪人；一事不再理
例外：（１）对受判决人有利或不利的再审：对裁
判有重要影响的伪造文书；因证人或鉴定人之

错误（虚伪）陈述；因法官犯罪（曲解法律、枉

法行为或贿赂）；（２）对受判决人不利的再审：
被判无罪的人良心发现，在法院或法院外作一

可信任的自白。

日本 无辜者被定罪的事实认定错判
检察官、被判罪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或保佐人
有利于被告人／被定罪人；一事不再理

中国

事实认定错案：（１）无罪认定为
有罪，（２）有罪认定为无罪；
法律适用错案：（１）此罪认定为
彼罪，（２）轻罪认定为重罪，（３）
重罪认定为轻罪。

当事人（被定罪人、被害

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近亲属

有利于被告人／被定罪人；以及不利于被告人／
被定罪人

从上表所列的情况来看，我国五种刑事错案的规定几乎穷尽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所有错误，而

没有区分有害和无害的错误、需要纠正和无需纠正的错误，这与我国政法工作长期以来奉行“有错必

纠”的方针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有错必纠”与法治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否协调一致，这是一个值得

深入思考的问题。

首先，把“有罪认定为无罪”视为应当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的刑事错案，是与无罪推定原则和证

据裁判原则明显相悖的。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被指控犯刑事罪的人，在未被依法证明有罪之前，

应有权被推定为无罪。”瑏瑥在法治社会，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一项根本原则，也是人权保障的一项重要

措施。我国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１２条关于“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
规定，就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在其罪行没有得到证实之前，都应被推定为无

罪。因此，由于缺乏关于犯罪要件的证据，被告人未被定罪，这不能被视为是一种应当通过再审予以纠

正的刑事错案。同样，根据证据裁判原则，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依据证据，而不能依据任何别的东西，这

体现了“在证据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价值。陈光中教授认为，确立证据裁判原则的意义在于：它否定

了历史上的神明裁判、刑讯逼供等非理性的事实认定方法，是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表现。“无证据不得

推定其犯罪事实，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瑏瑦我国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１９５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
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个规定就体现

了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当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应当疑罪从无、宣判无罪，这充分体现了刑事程

序保障人权的精神。因此，所谓将有罪认定为无罪的“出罪”错误，不应当属于刑事错案，不能归入２０１２
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４１条规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并且应当重新审判的错
案，也不能归入第２４３条规定的“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的确有错误。否则，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就
变成了一种需要纠正的“错误”，这与司法文明的演进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把“有罪认定为无罪”、“重罪认定为轻罪”的法律适用错误视为应当纠正的刑事错案，有违一

事不再理原则，它根源于一种“有罪必罚”、“刑罚万能”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一种报复主义的传统刑罚理

３９

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

瑏瑥

瑏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４条。
陈光中主编：《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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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然而，随着司法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刑事诉讼的目的，刑罚除了惩罚犯罪之外还有

保障人权和预防犯罪的教育目的。瑏瑧 “刑罚谦抑性的兴起表明了现今社会不再将犯罪人当做一种纯粹

的恶，而是视为社会病人，惩罚不再是治疗的惟一良方。”瑏瑨因此，“一事不再理”便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

家刑事诉讼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政府于１９９８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４条
第７款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
或惩罚。”这里，“被最后定罪”应当包括“重罪认定为轻罪”的法律适用错误，“宣告无罪者”应当包括

“有罪认定为无罪”的“出罪”错误，但这两种错误，均“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在刑事诉讼

中，一事不再理原则可以使人们避免双重危险，使被告人不会因为同一罪行而处于两次生命和身体之危

境。在美国，避免双重危险是《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一种宪法权利，即“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遭受

两次生命或身体的危险。这意味着犯罪人只能因同一罪行受一次追诉或惩罚，当被告人已经因一项罪

行受到指控，该指控已经产生定罪或无罪的裁决，那么禁止对同一罪行有任何进一步的起诉或惩罚。”瑏瑩

中国正在根据党的十八大的要求，将“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作为确保到

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内容，瑐瑠因此，解决刑事错案种类泛化的问题，将“有罪认
定为无罪”、“重罪认定为轻罪”的错误从再审和审判监督程序适用的纠错对象中予以剔除，既有利于维

护法院的权威和司法判决的终局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同时，又有利于我国吸收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现代

司法文明的优秀成果，使中国公民的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综上分析，对于刑事错案种类，虽然从字面上看，无论事实认定错误还是法律适用错误都属于“错

误”，但从世界各国再审程序设立的宗旨来看，“其主要目的在于纠正具有既判力的司法裁判中的事实

错误，其着眼点是具有既判力的判决中存在的事实上的错误，是与被告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维护被告

人利益是该程序的主要目的。”瑐瑡因此，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应当确立有利于被定罪人

的原则：第一，对于因证据不足、达不到确信无疑证明标准的“有罪被认定为无罪”的事实认定错误，应

当贯彻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将其视为应当予以纠正的刑事错案。原则上，被告人都受一事

不再理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保护，不得通过再审剥夺此项合法权益。第二，对于法律适用中的“此罪

被认定为彼罪”、“重罪被认定为轻罪”和“轻罪被认定为重罪”的错误，也应当根据有利于被定罪人的原

则和一事不再理原则，一般不将其视为刑事错案，不必由检察院、法院启动再审追诉程序；但可参照德国

立法例设置两个例外：一是存在作伪证的情况，二是法官贪赃枉法。如果确认存在上述两种情况之一，

并且对原裁判有实质影响，那么，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可以启动再审程序。

二、“证据之镜”原理与错案的不可避免性

刑事错案种类的泛化规定，从认识论原因来看，是由于对事实认定之概率真理性质认识不足而造成

的。审判过程分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阶段，事实认定是法律适用的前提，没有准确的事实认定，

就没有正确的法律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有时候容易把事实与存在相混淆。事实是标志真实存在

的概念，它与存在有一个重大区别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即存在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粹客观

性，具有可知性；而事实却是认识主体真知的，具有经验性和可陈述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

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物的总和。”这里所谓“物”，就是指客观存在。他接着说：“我的语言的

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思考的东西。”瑐瑢这个思想涉及知识的性质。什

４９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参见［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的目的》（增补版），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８－４６页。
卞建林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０８页。
前引⑨，第５页。
前引③，第１６页。
前引⑧，宋英辉书，第１６４页。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２、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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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知识？“知道”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假设１５分钟前，在你家附近的马路上发生了一场车祸。现
在我问你：“你知道那场车祸吗？”你会回答：“不知道。”我再问：你能描述一下那场车祸吗？比如，什么

车撞了什么车（卡车、公交车、小轿车）？你会回答：“不能。”在这个例子中，不能描述那场车祸，说明你

对那场车祸缺乏知识。换句话说，凡是你真正知道的事情，你都能说出来；你说不出来的事情，是因为你

不知道。因此，那场车祸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事实，而只是一个可知的存在。

上面这个例子，很像法庭审判时所发生的情况。对于事实认定者（法官或陪审团成员）来说，他们

要认定的案件事实，是过去发生的其原本不知道的事情。因此，他们只能通过运用证据的经验推论来认

定。证据具有信息表征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证据是事实发生时留下的“痕迹”。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案件事实发生后，总要留下某些痕迹或证据。某一事实发生或存在过的形态、结构、属性和含义在证据

身上保留了下来。例如，两辆汽车相撞，可能有目击证人看到，也可能留下刹车痕、漆痕、碎玻璃片等物

证。因此，事实认定者便可以通过“拼合”这些证据，在头脑中重建或再现自己原本不知道的事实。这

个事实认定过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所知之事均可陈述。从主体认识角度看，人们可以并且只能陈述自己知道的经验事实。事实

总是以某种判断的形式被人们所把握，不能脱离语言而赤裸裸地存在，而且要以语词或符号的形式在头

脑中进行加工。因此，从知识表达（说者）的角度看，人们之间相互传递关于事实的知识，主要是通过语

言陈述。换句话说，不能陈述的东西不是事实。如果想要让别人与你分享一个事实，就要把自己知道的

事实以“故事”或“案情”的形式讲述给别人。在上述交通事故案中，可能有目击证人可以把那场车祸的

事实告诉给我们；也可能有交通事故勘验专家，把他们的勘验数据等作为科学证据在法庭上出示。

第二，通过陈述可知其所述事实。从知识理解的角度看，人们能够学习知识，是因为陈述（或命题）

与事实具有同构性。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现实的形象，因为只要我们理解这个命题，则我就能够知

道它所叙述的情况。”瑐瑣事实披着命题的语言外衣，所以，人们只要理解了一个命题，就可以知道它所叙

述的事实。这样，你就从一个证人证言得到了关于那个事实的知识。法庭里的事实认定活动，与这种情

况并没有什么两样。

第三，陈述真假难辨可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事实通过陈述才能表达，不等于说所有陈述都表达事

实。有两种情况：（１）“如果这种思想是真的，表达这个思想的句子就报告一个事实。”瑐瑤（２）如果一种思
想是虚幻的，表达这个思想的句子就并非报告一个事实。因此，一个命题既可表达事实判断而构成真命

题，也可表达虚假判断而构成假命题。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其陈述的思想是否与事实一致。

为什么不同证人对同一事实提供了相反的证言？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从认识论上说，没有纯粹的

“中性观察”，瑐瑥观察者的头脑并非“白板”，像照相机那样被动地记录事件，相反，人们头脑中已有的知识

或观念会像“程序”一样对观察产生影响，因而具有能动性。按照图１的“证言三角形理论”瑐瑦，一个证言
的可信性涉及四种品质：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诚实性、叙述能力。其中，感知能力不仅包括视力、辨色能

力，还涉及观察角度等因素；每个人的记忆能力不同，而且会随时间而衰减；每个人的叙述能力也有差

别，其叙述之诚实性涉及证人的社会属性。事实认定者对证言可信性的判断，是对上述证言品质进行推

论而形成的。该三角形的起点Ａ，是陈述人的话语（证言），“该三角形中从 Ａ到 Ｂ的左边线，代表的是
从陈述人的话语到陈述人的‘信念’心态的推论，这一推论要求对陈述人诚实性和叙述能力的信赖。三

５９

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前引瑐瑢，维特根斯坦书，第４０页。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页。
波普尔、汉森、库恩等人都否认有纯粹的中性观察，明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参见国家教委政治思想教育司组编：《自然辩证法概

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４１页。
证言三角形概念，由劳伦斯·特赖布教授在《对传闻的三角形测量》（１９７４年）和理查德·Ｏ·伦珀特与斯蒂芬·Ａ·萨尔茨伯格在
《证据的一个现代进路》（１９７７年）等文章中论述之后，开始在法律学术界流行起来。转引自前引⑩，罗纳德·Ｊ艾伦等书，第 ４５９
页，脚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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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中从Ｂ到Ｃ的右边线，代表的是从陈述人的信念心态到导致这种信念之事件存在的推论。这一推
论要求对陈述人感知和记忆能力的信赖，以及我们关于准确信念与真实事件相符合之一般假设的信

赖。”瑐瑧在上述推论中，对诚实性的推论，可能涉及证人的身份、与观察对象的利害关系等复杂社会性

因素。

图１　证言三角形理论

在审判过程中，因为案件事实是在过去并且是在法庭之外发生的，所以，事实认定者（法官或陪审

团成员）对其没有任何直接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证据便成为案件事实与认识主体之间联系的惟一“桥

梁”。就是说，事实认定者只能凭借证据间接地认定案件事实，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们必须通过对

证据的分析、判断，从证据到待证事实的经验推论，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才能认定事实。但这同时又意

味着，事实认定者具有某种天然局限性，只能“隔着”证据来认定事实，证据就像一面“折射”案件事实的

“镜子”。事实认定者通过“证据之镜”所认定的事实，多少有点像“水中月”、“镜中花”。瑐瑨 参见图２。
图２　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者的关系

图２所示“证据之镜”原理揭示了证据是事实认定的必要条件。在审判过程中，没有证据这面“镜
子”，就不可能认定案件事实。这正是证据裁判原则之确立的根据。同时，正是在这个“证据之镜”原理

中，蕴含着事实认定可能出错的全部危险性！

证据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在于，“根据它们可以推断过去”瑐瑩。因此，通过证据来认定事实，就像做

“拼图”游戏。能否完整、准确地“拼出”过去发生的事实，不仅取决于能够获得多少可用的证据，而且取

决于事实认定者辨别证据真伪的能力。因此，证据法的宗旨之一是鼓励采纳证据，而非鼓励排除证据。

６９

瑐瑧

瑐瑨

瑐瑩

前引⑩，罗纳德·Ｊ艾伦等书，第４５９页。
参见张保生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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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４０１所确立的最小相关性检验标准，就“倾向于采纳并依靠所有有用信息”，
通过促进陪审团接触相关证据，而促进理性的裁决。瑑瑠

第二个因素是能否辨别证据真伪。虽然说，没有证据就不能认定案件事实，但有了证据，若不能辨

别真伪，也未必能准确认定事实。因此，质证规则，包括交叉询问和对质规则，所要解决的就是辨别证据

真伪的问题。试想，如果法官采纳了一些假证据，同时又排除了一些真证据，那么，用来折射事实的“证

据之镜”可能就不那么透明了，就不可能准确认定事实了。

根据“证据之镜”原理，事实认定是对控辩双方所主张的事实之存在可能性进行经验推论的过程，

经过审判而认定的事实（图２虚线圈中的“事实认定”），是经验推论的结果或“思想产品”。按照特文宁
教授等人的观点，事实认定过程是一个从证据到待证事实的推论链条。这个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

能成为不确定性之源。瑑瑡

图３　待证事实在经验推论链条中的层级

在图３中，Ｅ代表案件事实的证据，事实认定者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从该证据推断事件 Ｅ确实发生
了。例如，证人王某提供证言Ｅ：“我看见张三昨天下午３点１５分去了李四家。”但是，该证人的可信
性是值得质疑的。当我们试图把证人王某的证言和最终待证事实（昨天下午３点半李四在家里被张三
谋杀）连接起来时，还会产生其他的怀疑。“在一个论证中，待证事实发生于几个不同的层级。一个待

证事实总是一个原则上可以被证明为正确或错误的主张。”瑑瑢

在图３中，最终待证事实包括检控方必须确信无疑地证明其为真实的所有条件。因此，在上述谋杀
案中，检控方必须确信无疑地证明以下次终待证事实：李四已经死亡；是违法行为造成李四死亡；张三是

实施该行为的人；张三有谋杀李四的故意。“为了能够证明最终待证事实，每个简单命题都需要得到证

明。这些简单命题被称为次终待证事实。这些次终待证事实是关键事实。”“通过命题Ｅ、Ｆ和Ｇ指示的
一系列推理链条，连接证据Ｅ与次终待证事实Ｐ１。这些命题中的每一个都为正确或错误，因而都代表
一种介入证据Ｅ和次终待证事实Ｐ１之间的可疑之源。我们把这些命题称为中间待证事实。所有待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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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瑠

瑑瑡

瑑瑢

前引⑩，罗纳德·Ｊ艾伦等书，第１５４－１５５页。
参见［美］特伦斯·安德森、戴维·舒姆、［英］威廉·特文宁：《证据分析》（第二版），张保生、朱婷、张月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９－８２页。
前引瑑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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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事实，最终、次终和中间的，都是怀疑或不确定性的潜在根源。”瑑瑣特别是其中的概括（标记为 Ｇ１到
Ｇ４），与从证据Ｅ到次终待证事实的推理链条中的每一环节相联系。这些概括为每一个推理环节提供
正当理由，准许了从命题Ｅ到命题 Ｐ的推论。例如，检控方证人王某在李四被谋杀案中作证说：“我看
到张三昨天下午３点１５分去了李四家。”从这个证据出发，要求事实认定者推断，张三昨天下午３点１５
分确实去了李四家，他可能在３点半实施了谋杀李四的犯罪行为。该推论所依据的概括是：“一个家庭
来访者，一般（通常）会在那里呆上１５分钟。”

在这个经验推论中，由于控辩双方举出的证据只支持各自的事实主张，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双方证

据支持的还是相互对立的事实主张。例如，辩护方证人吴某可能作证说：“昨天下午３点１５分，我在城
里一家电影院碰见了张三，那家电影院距离李四家有１０公里。”面对相互冲突的证据和事实主张，事实
认定者必须对证据的可信性作出评估，才能对不同事实主张存在的可能性作出判断或认定。因此，事实

认定又是一个概率推论过程，所得到的“思想产品”是概率真理，达不到绝对的确定性，却存在着出错的

巨大危险性。“从诉讼认识规律看，案件事实及其法律性质是可以认识的，但诉讼认识运动的困难性和

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永远不犯认识错误，无法保证每一个案件都不被误认。认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决

定了错案发生的不可避免性。”瑑瑤

三、证明标准与错判和错放两种价值选择

研究刑事错案，必然涉及说服责任和证明标准等证据法学基本理论问题。“证明标准具有两种含

义：一是证明主体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所应达到的标准；二是事实认定者评价证据适用的证明标准，是事

实认定者作出裁决时被证明主体的证明所说服的程度。”瑑瑥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密切相关。摩非认为，

证明标准“是指履行举证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或程度……是证据必须在事实裁判者头脑中造成的确定

性或盖然性的程度，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使事实裁判者形成确信的标准。”瑑瑦

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作为“原告”总是承担着证明责任，而证明责任又包括提出证据的举证责任和

提供充分证据的说服责任。说服责任的要求是，必须对指控犯罪的每一要件事实的证明都达到让事实

认定者确信无疑的程度。“确信无疑”是“排除合理怀疑”的另一种更符合中文习惯的表述，是对同一英

文词“ｂｅｙｏ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ｄｏｕｂｔ”的不同译法，它与中国诉讼法中“确实、充分”的意思也更加贴切。确信无
疑证明标准的要求是：“除非对其构成被指控的犯罪所必要的每一项事实都有确信无疑的证据，否则，

正当程序条款保护被告人免于定罪。”瑑瑧目前，确信无疑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

国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５３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
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

怀疑。”相对于证据不足而言，“确实、充分”就是确信无疑或坚信不疑；证据不足就是“不充分”或存在合

理怀疑；如果不是那么“坚信不疑”，就应该根据“疑罪从无”原则，推定被告人无罪。我国２０１２年《刑事
诉讼法》第１９５条第三款关于一审“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
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规定，就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无罪推定原则，该原则将确信无疑地证明被告人有

罪的责任施予国家。

确信无疑是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而不是数学上的“绝对的确定性”。确信“无疑”要排除的不是

一切怀疑，而是合理怀疑。“‘合理怀疑’是这样一种怀疑，即在一项较为严肃和重要的生活事务中，使

８９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前引瑑瑡。
前引②，崔敏、王乐龙文。
前引瑐瑨，张保生书，第３１７页。
ＰｅｔｅｒＭｕｒｐｈｙ，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Ｅｖｉｄｅｎｃ，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Ｐｒｅｓ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９２，Ｐ１０４
前引⑩，罗纳德·Ｊ艾伦等书，第８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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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性和谨慎的人，在认为提交的事实真实并在对其确信的基础上而采取行动之前有所踌躇和犹

豫。”瑑瑨因此，如果理性的法官或陪审团成员，在听审了关于被告人犯罪的全部证据之后，不能毫不犹豫

地说：“肯定是他干的，他肯定有罪！”，而是犹犹豫豫地说：“是不是他呀？”，那就不是确信无疑，而是半

信半疑了。在刑事诉讼中，确信无疑标准是减少因事实认定错误而给被告人定罪风险的主要工具。这

个确信程度究竟应该有多高？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大约是９５％左右。这个比率是根据司法
实践中刑事错案的错误率大致推算出来的。例如，“在美国，有数据表明，在强奸谋杀案审判的死刑定

罪中，重罪审判的错误率大约在３５％－５０％之间。”瑑瑩

如果连确信无疑标准也只是个概率标准，达不到绝对的确定性，那么，关键问题就不是“犯不犯错

误”或者“有无错判”，而是要区分两种不同的错误：一是错判有罪（以下简称，错判），二是错判无罪（以

下简称，错放）。任何一个司法制度都必须在这两种错误之间做出价值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刑事

司法制度的价值选择是“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瑒瑠。这种选择体现了美国司法制度对无辜者人

权保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美国司法将人的“生命”和“自由”这两种价值置于“查明事实真相”价值之上

的价值排序。其理论根据源于贝勒斯的“道德成本原则”：“我们应当使法律程序的道德成本最小化。”

按照这个原则，在对无罪者治罪（ＣＩ）和未对有罪者治罪（－ＣＧ）这两种可能出现的错误判决中，前者比
后者更为有害，因为它侵犯了无罪不治罪的权利。这种侵权行为即是道德损害或道德成本。从一项法

律推理的结果来看，如果对无罪者治罪就等于经济成本加上道德成本，其成本更高；而如果是未对有罪

者治罪只等于经济成本。所以，我们总是对无罪者治罪的情况给予负评价，以便防止出现ＣＩ错误。瑒瑡

基于对确信无疑证明标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对无罪者治罪的错判，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真正需要纠正的刑事错案，如“亡者归来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它们的特点是：违反无罪推

定原则、证据裁判原则、确信无疑证明标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无辜者定罪，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

权。因此，对于那些未对有罪者治罪的错放，根据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１９５条第三款“证据不足，不
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规定，不应当将其划入

刑事错案一类，更不能将其作为纠错的对象，或者司法人员工作考核的内容。

四、如何完善中国刑事错案的纠错制度

我国政法工作长期以来奉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刑法追求“有罪必罚”，刑事诉讼法则

追求“有错必纠”，这两个原则互表，“共同塑造了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瑒瑢 与这种将刑事错案种类泛化的

再审制度相适应，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口号：“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

坏人。”这个口号貌似公允，实际上却根本无法做到。试想，如果一个好人也不冤枉、一个坏人也不放

过，那岂不是要求事实认定的准确性达到１００％吗？这显然是人类法官无法企及的一种“神能”标准。
这种思维方式，在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的一些法规文件中时有显现。例如，２０１０年“两院三部”两个刑
事证据规定《通知》提出：“确保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２０１２年４月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对所办案件质量终身负责”的要求，则进一步把法官推向

高处不胜寒的“神坛”。

我国公安机关奉行的“命案必破”，也是上述思维方式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根据“证据之镜”原

理，世界上总有一些因证据不足、理不清头绪、找不到线索而不了了之的“冷案”（ｃｏｌｄｃａｓｅｓ）。例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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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⑩，罗纳德·Ｊ艾伦等书，第８１９页。
［美］罗纳德·Ｊ艾伦：“证据法、诉讼法和实体法的关系”，张保生、冯俊伟、汪诸豪译，载《证据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参见［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Ｃ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四版）第一卷，吴宏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第２７页。
参见［美］迈克尔·Ｄ·贝勒斯：《法律的原则》，张文显、宋金娜、朱卫国、黄文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９、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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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上的肯尼迪总统被刺案、辛普森谋杀案，台湾的阿扁被刺案，等等。这些冷案只有在必要的证据

浮出水面时，才能破解。如果不顾证据不足、线索不清，非要破案，便可能逼迫司法机关人为地制造刑事

错案，杜培武、佘祥林和赵作海等冤案，就是“命案必破”这种思维方式酿成的恶果。

更有甚者，现在一些地方检察院在工作考核中，堂而皇之地宣传“批捕准确率达１００％”、“起诉准确
率达１００％”，瑒瑣甚至“五个１００％”，瑒瑤“七个１００％”瑒瑥等所谓“政绩”。然而，这些考核标准的荒谬性在
于，根据证据之镜原理，检察院作为刑事控诉一方，其所搜集的证据片段不仅往往是不完整的，而且，其

中有些证据还可能是虚假的。这种单方证据，由于受到控诉之目的性影响，在经过法庭质证之前，根本

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从世界各国司法实践来看，英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是一个“比不可能更可能”的优势证据标准，

这是一个大于５０％的标准。瑒瑦 美国的诉讼证明标准分为九等，其中，第一等是绝对确定，这一标准无法
达到；第二等是确信无疑；第三等是清楚且有说服力；第四等是优势证据标准，这是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

定刑事辩护时要求的标准；第五等是合理根据，这才是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所要求达到

的证明标准。瑒瑧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１５２条规定，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是“有足够的事实根据”。瑒瑨

日本提起公诉的标准也许是世界上最高的，有日本学者说，若对照英国５１％的起诉标准，“日本就是
９９％的标准了”瑒瑩。但在考虑这个比率时，还必须看到，日本检察机关的起诉率很低（４４６－２６１％）、不
起诉率很高（２６９％）。瑓瑠 而我国检察院的起诉率恐怕是世界上最高的，据左卫民教授的课题组实证研
究得到的统计数据，“四个检察院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５年的酌定不起诉率均不到００４％”，瑓瑡这意味着，我
国检察院的起诉率可能高达９９９６％。这么高的起诉率，再加上１００％的起诉准确率，虽然可以说是为
“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神能标准做了最好的注脚，但同时却为无罪推定、证据裁判

等法治原则在中国司法过程中的实现做了最差的注脚。

对于检察院来说，作为刑事诉讼两造之一的公诉机关，其所搜集的证据只能支持被告人有罪的事实

主张，而辩护方的证据可能支持被告人无罪的事实主张。这两种对立的事实主张，在法庭审判举证和质

证结束之前，是不能得出事实认定结论的。因此，检察机关完全无需给自己提出“起诉准确率达１００％”
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否则，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存在价值何在呢？根据党的十八大关于“进一步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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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ｗａｓｐ？ｉｄ＝１７１８，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７－０２。参见李红雨：《柯坪县检察院连续七年实现双 １００％》，新疆平安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ｘｊｐｅａｃｅｃｎ／ｈｔｍｌ／ｚｑｇｊ／２０１２０７０５／２０１２０７０５１６６９９７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７－５。参见《延吉市检察院办案准确率１００％》，
中国吉林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ａｎｊｉｎｅｗｓ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ｉｎｄｅｘ＆ａ＝ｓｈｏｗ＆ｃａｔｉｄ＝１７＆ｉｄ＝２４，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２－
０１。
郝天锋：《探索侦查机制 提升案件质量》，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ｂｊｃｇｏｖｃｎ／ｓｈｉｗｕｙａｎｊｉｕ／ｚｈｅｎｃｈａｓｈｉｗｕ／２００８０５／ｔ２００８０５２９＿１４０２２ｈｔｍｌ，最后访
问时间：２００９－０１－１５。
四川在线：《检察机关保持多项‘１０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ｏｌｃｏｍｃｎ，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０９－０２－１７。
按照日本学者松尾浩也的说法，英国以“有罪的盖然性高于无罪的盖然性”为基准，俗称为５１％的基准。参见前引瑏瑡，松尾浩也书，
第１６２页。
前引⑨，第２２页。
前引⑦，第７２页。
“从１９９６年处理案件统计数字来看，全国检察厅处理的犯罪嫌疑人总数为２５１４２１２名，……其中，被起诉的为１１２２３９９名（４４６％），
不起诉的为６７７４７９名（２６９％），……但是，这一数字因包括违反道路交通法而起诉的人员９０３４６３名，这些人员对统计数字影像很
大。除去违反道路交通法重新计算之后，……起诉率仅为２６１％”前引瑏瑡，松尾浩也书，第１６２页。
前引瑏瑡，松尾浩也书，第１８０页。
参见左卫民等：《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３３页脚注①。参见该脚注①中的对比数据：“法国不
起诉的案件数量达到了案件总数的３０－７０％。”“２００３年的德国司法统计显示，在检察院处理的案件中只有１２％的案件被起诉至了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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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审判权、检察权”瑓瑢的要求，检察院若越俎代庖，可能会妨碍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实际上，即使

在日本这样起诉率很低的国家，起诉准确率也无法达到这么高的比率。根据日本１９９４年的统计，“地方
法院的情况是：结案总人数为４９８５６人，其中有罪的４９２８０人”，这意味着，检察官提起公诉的准确率为
９８８％；“简易法院的情况是：结案人数为１０４３０人，其中有罪的９７２８人”，这意味着，检察官提起公诉的
准确率为９３２％。瑓瑣

当然，我国刑事错案追究制度还有立法上的问题。例如，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证明标准
的设置，无论是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检察院提起公诉和法院判决有罪，都一律适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而没有体现证明过程的递进性。例如，第１６０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
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１７２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
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在这些规定中，对于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判决有罪的“证据确实、充分”，显然不应一

概作“确信无疑”之解。因此，从尊重认识规律和证据之镜原理考虑，我国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法院定

罪的证明标准之间是否应当体现出差别，是否应该给我们的侦查人员、检察官适当减压，也是一个值得

研究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可能与侦查终结、提起公诉

的证明标准和考核标准过高有着直接的关系，过高的标准给侦查人员、检察官带来了过大的压力，成了

刑讯逼供的动因。

特别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一些检察院在宣传起诉准确率达１００％的同时，还宣扬“无一件被判无
罪”的政绩。然而，问题是，检察院如果把“无判无罪”作为工作考核标准，追求无罪判决的“零记录”，那

不仅会削弱检察机关自身纠错的积极性，而且作为审判监督机关，势必也会追求法院判决与检察院起诉

的一致性，在这种目标导向下，无罪判决、无罪释放等标志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就可能趋

向于“零记录”了。这种盲目宣传，与其说宣传了检察院和检察官的“神能”和“政绩”，不如说削弱了无

罪推定和证据裁判等法治原则在中国司法领域的权威性。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所有真理都是概率真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可能达到１００％的
符合度。“主体和客体发生作用的结果，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符合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种认识就具有

真理性质。”瑓瑤因此，对侦查活动提出“命案必破”的要求，不愿意承认有人类破不了的“冷案”；对起诉活

动提出１００％准确率的要求，不愿意承认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在审判活动中强调“有错必纠”，追求
“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瑓瑥甚至制定非理性的错案终身追究制度，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基本原理。这些问题，给我们提出了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

首先，从改善法律人才知识结构考虑，应加快法学教育内容更新。当我们抱怨立法者、司法者和政

法官员不懂认识论规律、缺乏证据意识时，应该反思我国法学教育只注重法律知识传授、忽视哲学认识

论和证据科学知识传授的问题，积极采取改进措施。

其次，创新“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瑓瑦。一是从立法上避免刑事错案种类的泛化，重点纠正因事

实认定错误而错判无辜者有罪的“冤案”；二是在观念上摈弃“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的口号，谨慎地提倡“宁可错放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口号，修改“起诉准确率达１００％”、“无
判无罪”等不切实际或错误的考核标准，建立科学、合理的司法工作考核制度，应当允许侦查机关、检察

院和法院有一定比例的错放率，但对错判率则要严格控制；三是确立有利于被定罪人的再审原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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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

瑓瑢

瑓瑣

瑓瑤

瑓瑥

瑓瑦

前引③，胡锦涛文。
前引瑏瑡，松尾浩也书，第１３３页。
舒炜光：《科学认识论的总体设计》，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０６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５条。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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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理原则，“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

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

纠正。”瑓瑧

最后，加强证据制度建设，克服司法行政化倾向。证据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也是减少刑事

错案和完善再审制度的基础。实践证明，试图通过行政化途径减少刑事错案的努力，可能会酿成更多的

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冤案就是一个例证。对该案的深刻反思告诉我们，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政治领

导，而不是党委或政法委直接干预案件审理。法院不能把自己混同于行政机关，一切遵从上级指示办

案，而无视证据裁判原则。不受证据规则规制的审判活动必然造成“司法不公”。因为，法官行使司法

权与行政官员行使审批权不同，法官作为证据裁判主体，其司法权的运用主要是在举证、质证和认证程

序中有权采纳和排除特定证据。根据这个特点，加强法官廉政建设，仅靠行政禁令和纪律检查系统是不

够的，必须依靠完善的证据制度，用精致的证据规则对事实认定各个环节和法官的司法行为加以规范。

法官在采纳或排除证据方面滥用自由裁量权，是产生司法腐败的内在原因。因此，只有把证据制度建设

作为司法改革的首要任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公正司法的

目标才能实现。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ｍｕｓｔｂ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ｉｎ
ｎｏｃｅ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ｒｙ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ｍｉｓｊｕｄｇｅｄｃａｓ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ｍｉｓ
ｊｕｄｇｅｄｃａｓｅｓｉｓｅｘｐｏｕｎｄｅｄｂｙ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ｒｒｏｒ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ｍｉｓｊｕｄｇｅｄｃａｓｅｓ
ｉ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ｌｓｏ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ｒｙ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ｓｔａｋ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ｘ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ｒｅｔｒ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ｍｉｓｊｕｄｇｅｄｃａ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责任编辑：李　游）

２０１
瑓瑧 陈学权：《刑事错案的三重标准》，载《法学杂志》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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